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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出现

令人瞩目的变化。 当我们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

的前景时，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本文试图探

讨的问题：一是中国由历史塑造的、作为民族

国家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二是这些目标如何支

配或影响着中国在面对现实世界时的战略选

择；三是中外关系演进的历程所提供的主要经

验及对今天的启示。

一、历史的“四重唱”

在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 起源

和发展时，我们必须记住历史大背景中的两个

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

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使

中国的主权受到极大损害。 19世纪与20世纪之

交，中国的国际地位跌落至最低点，中国不仅

丧失了远东大国的地位，而且陷入了被列强瓜

分的危机。 对中国人、特别对中国革命者来说，
这是刻骨铭心的。

第二个场景是自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就

处在动荡与变革之中。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

历了伟大的革命时代。 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对内

推翻专制统治、对外实现民族独立。 在这半个

世纪里，中国多次发生政权更迭。 其中最重要

的两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

统治，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推翻

了国民党的统治。
外交和战略与基本的国家利益相联系。 然

而， 与那些政治经济制度定型的国家不同，对

于中国这样一个充满革命性变化的国家来说，
似乎缺乏稳定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每次政权更

迭都会打断中国对外关系的连续性。 即使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外交与战略也

不乏重大变化。
然而，在跨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 可

以发现几代中国人为之努力的方向、为之奋斗

的事业及所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反映的便是

中国最基本的利益诉求。 自19世纪末期开始，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时至今日，这些

目标仍没有改变。 那么，这些民族目标或中国

人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主要

有以下四项：
一是实现现代化。 这方面的尝试可以追溯

到19世纪60年代。 经过最初的实践，中国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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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认识到，实现现代化不能仅限于经济上的努

力，还必须有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配合。
二是恢复大国地位。 第一步是收复国家主

权，实现民族独立。 这个问题凸显于19世纪与

20世纪之交。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任务基本完成。 此后，中

国便为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重新成为一个

世界大国而不断付出努力。
三是完成国家统一。 清王朝解体之后中国

便陷入了分裂状态。 这就使得寻求和完成国家

统一，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挑战的意志。
四是实行社会变革。 在20世纪上半叶，社

会变革主要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手

段来实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

模的社会改造， 这种改造部分以阶级斗争方

式，部分以改革方式实现。 1978年进入新的历

史时期之后，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

一起，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实现，并明显地带

有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转型的特征。 历史地看，
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始终以公正、平等

和自由为前进方向。
上述四项目标或使命有两个显著特点：一

是它们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几乎同

时提出，在历史进程中交织在一起，相伴前行，
没有一项可以单独完成；二是这四项使命既具

有统一性，但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又非同等

重要，甚至会彼此有所矛盾，即为向某个目标

推进而采取的措施有可能迟滞向另一目标的

推进。 这样的四项目标及其两个特点就使得中

国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异常复杂曲折的面貌。 在

特定的历史时期，正确判定主要任务并兼顾其

他就成为中国在总体上能否顺利地朝着自己

目标前进的关键。 各目标推进的不平衡虽是常

态，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某个方面的滞后一

般当在一二十年之内，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

别在历史阶段发生转换之后，原先相对滞后的

方面可能成为加速推进的重点。
这四项目标或使命在很 大程度上决 定了

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支配着中国作为

一个民族国家的大战略的要素。 在中国领导人

考虑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各

方面问题时，这四项目标或使命的影响几乎无

所不在。 就中国对外关系而言，这四项目标或

使命也是推动其发展变化最主要的内在动力。
在笔者看来，近现代中国历史犹如一曲雄

浑的大合唱，由上述四项目标或使命构成的四

个声部，此起彼伏，交响呼应，呈示出中华民族

进步、腾飞的主题。

二、面对现实世界的战略选择

经过多年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

的发展、对外关系格局的演变已十分清晰。 一

般认为， 这一发展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从20世纪50
年代后期逐渐形成的“反两霸”，70年代的“一

条线”，8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全方位”。
以此为线索，本文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国际

形势的演变对中国战略选择的影响，并从推进

上述四项目标的角度加以评判。 通常说来，形

势和目标是决定战略选择的两个重要因素。 形

势是客观的，对形势的认识却是主观的，对决

策有直接作用的是主观判断。 目标是既定的，
但长远目标只标示前进的方向， 在历史进程

中，还须根据对不断变化的形势设定合理的阶

段性目标。 那么，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对外

格局演变的各个阶段，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

的认识是否客观准确？ 从推进四项历史使命的

角度来看， 他们设置的阶段性目标是否合理，
他们选择的外交战略利弊得失如何？ 这是笔者

准备着重讨论的两个问题。
（一）“一边倒”阶段

在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时， 判断形势所

依据的是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

提出的“两个阵营”和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
胡乔木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指出， 毛泽东对战

后国际形势的分析不是一时性的，而在很长时

间内一直代表我们基本的外交政策；从这个观

点出发，就引出了后来“一边倒”的结论。 [1](pp.92-93)

对动态的国际形势作出 比较准确的 判断

需要一个过程。 二战后期至战后初期，中共对

战后国际形势的预测和判断曾出现重大变化，
外交战略的思路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调整。 战争

后期，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初判断是，美苏继续

合作将是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在此条

件下，中国国内可能出现国共合作、和平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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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因此，他们曾主张，实现和平与民主的

中国应与美、苏都保持友好关系，以成为“美苏

之间的桥梁”，[2](p.327)缓和它们在亚洲的冲突，从

而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合作。 然而，战后

不久，美苏关系严重恶化，国共内战爆发，中共

不得不重新判断形势，选择新的战略。
1946年春季至秋季，在形势转换的关键时

刻，毛泽东经过几个月的思考，提出了“两个阵

营”、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和“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的论断。 [3](pp.1184-1185、1195)按照毛泽东的

看法，战后世界分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

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帝国主义势力为首的反

动阵营； 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

带，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

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 当前世界面临的现

实问题不是美苏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并引起

新的世界大战，而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

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 毛泽东认为，美苏

之间或早或迟会达成某种妥协，但中间地带国

家并不需要因此放弃自己的斗争而随之实行

妥协。
从中共对战后国际形势的认识来看，毛泽

东提出“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理论是一

个关键性的转变。 这一理论，对各种国际政治

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抓住了战后世界向

对立的两极格局发展的特点；同时指明了中国

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明确了中国革命在国际

上的敌友关系。 这个理论打破了以往由美苏关

系决定中国前途的思想禁锢，解决了国际形势

发展与中国革命前途的关系问题。
当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

这一理论又成为新中国制订外交方针的重要

指导思想。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

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性

质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力量的增长，使我们可

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

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而帝国主义决不可

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3](pp.1434-1435)这

是他决心采取“一边倒”方针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成

立之初的外交政策，笔者以为影响最长远的是

当 时 即 确 立 的 中 国 基 本 外 交 政 策 的 核 心 概

念———“独立自主”与“和平”。 这两个核 心概

念，反映的不仅是当时形势的需要，而且是长

期历史积淀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要求，体现了新

中国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诉求：在平等的基础

上建立新型外交关系以及对国际和平环境的

渴望。 相比之下，在外交史著作中通常被加以

强调的“三大政策”，发挥指导作用的时期则较

短。 “另起灶炉”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解

决的是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原则和方法；“一

边倒”则是在既定形势下，根据新中国的利益

需要作出的战略选择。
在“三大政策”中，“一边倒”是一项具有全

局意义的大战略，其影响远超出外交范围。 新

中国成立初期，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面临

多方面的任务。 在外交方面，主要是争取国际

承认，获得外来援助，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保证新生政权的安全。 在内政方面，主要是结

束内战，实现国家统一，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建

设和进行社会改革。
宣布“一边倒”、与苏联结为正式同盟，为

完成上述一系列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

一经成立便很快得到了苏联和东欧等一批国

家的承认，并获得了外来经济援助，在维护国

家安全方面也得到了保证；随后，在苏联的支

援下，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在战争开

始后， 新中国顺利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开展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各项社会改革，完

成了统一祖国大陆、巩固新生政权和恢复国民

经济的任务。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苏联的援助

下，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国的工

业化进程开始加速。 此后，中国参加了1954年

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迈出了以大国

身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步伐。 在此期

间， 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是对新型国家关系的概括，也是处理与世界

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关系的总原则。 新中国同一

批亚非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同西方国家的紧

张关系也有所改善。 这些都是在“一边倒”格局

下取得的成就。
与此同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 武

装干涉和“一边倒”格局随之固定化，也造成了

一些负面影响。 主要是：中国失去了解放台湾

的有利时机， 中美关系陷入持久的僵持状态，
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难以取得突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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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外经济联系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当

然， 冷战大格局的影响是主要的，“一边倒”只

是造成这些不利方面的因素之一。 事实上，任

何战略选择都会有利有弊，即便是正确的战略

也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总体衡量利弊得失，可以说，这一时期 采

取的“一边倒”战略是成功的。 中国在实现社会

变革、推进国家统一、加快工业化建设、建立新

型外交关系并重返国际舞台四个方面都取得

了重要进展。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阶段，中

国在实现四项目标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二）“反两霸”阶段

从表面看，“一边倒”格局一直维持到20世

纪60年代初期，但事实上，它从50年代后期即

已开始松动。 与“一边倒”不同，60年代的“反两

霸”并不是在对形势作出清晰判断之后作出的

战略选择，而更像是毛泽东的即兴之作。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领导人最

初的估计是国际局势将趋于缓和。 为此，中国

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参加了日内瓦会

议、万隆会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举行

了中美大使级会谈。 195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

大会上，刘少奇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只要我们的

政策正确，“推迟战争， 争取和平， 也是可能

的”。 [4](pp.107、138)这一看法当时也得到毛泽东的赞

同。 1956年8月， 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

时，他专门加写了一段话：“为了和平和建设的

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

在内，建立友好关系。 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

天会做到。 ”[5](p.148)八大期间，他又说，我们的门

是开着的，等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进

入联合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 ①

然而，中共八大之后，国际形势的发展 迅

速改变了中国领导人的判断，争取缓和未成为

一项战略任务。 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

河事件使国际局势重新趋于紧张。 中共从此提

出要重视“国际阶级斗争”。 1957年秋，由于认

识到美国无意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毛泽东决心

放弃缓和尝试。 他说：对西方主要国家，我们的

外交原则“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 [5](p.148)这年

年底举行莫斯科会议，社会主义阵营暂时恢复

了团结。 中共为此作出重要贡献，威信大增。 当

时，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迅速，苏联率先发

射了人造卫星。 这一切促使毛泽东对形势作出

极为乐观的估计。 他在会上提出著名的“东风

压倒西风”的口号，并断言“国际形势到了一个

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占了压倒优势”，西

方世界被“永远地抛下去了”。 ②会后不久，他又

提出， 国际紧张局势 “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

利”，“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 [6](pp.286、288) 1958
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提出了“超英赶美”
的口号， 并通过炮击金门来提高人民的士气。
他还要求外交工作克服保守思想，导致当时提

出 了“搞 臭 南 斯 拉 夫，巩 固 社 会 主 义；打 击 美

国，搞垮帝国主义；孤立日本，争取民族主义”
这种全面出击的口号”。[7](pp.266、267)至此，中国对外

政策的发展方向被锁定了。 前一阶段比较稳

妥、 务实的外交政策被一种充满革命豪情但

却脱离现实的政策所取代。 由于决定关起门

来搞建设， 外交工作也就仅需为国际政治斗

争服务。
大跃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20世纪60

年代初期， 中国经济陷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 特别

是中苏矛盾不断加剧，最终一场关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使得双方的分裂变得

不可避免。 至6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越南战争

升级，中美关系日趋紧张。 当中国走上同时与

美苏两大国对抗的道路时，反对“美苏合作主

宰世界”成为中国对待国际问题的一个基本立

场。 外部压力与中国的过火反应形成了一种恶

性循环，面对日趋严重的周边形势，中国不得

不采取全面防御的战略，国内经济建设由于大

规模战备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60年代上半期， 中国外交并非一无建树。

60年代初期，中国先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同

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的

边界问题。 这对于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具有长

远的战略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的安全遭受重大

挑战时其意义尤为明显。 在与美、苏两强对抗

的形势下，中国加强了对“两个中间地带”国家

的外交工作。 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有了重要发展，中法建交实现了新中国外交史

①②参见《毛泽东与外宾谈话记要》，1956 年 9 月 18 日、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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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
60年代中期，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后，

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系列新口号和新观点出现

在中国的党报党刊上。 1965年1月5日，《人民日

报》发表社论，第一次公开提出“世界革命”的

口号。 9月，由林彪署名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

万岁》又提出所谓“世界革命的道路”问题，主

张以亚非拉“世界农村”包围北美、西欧的“世

界城市”。 11月1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联合发表社论， 提出：“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

是，在国际阶级斗争日益深入的情况下，正在

经历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文化大革

命”开始后，推进“世界革命”被明确当作中国

在国际事务中追求的目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被视为外交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 1966年8月，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

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 世界形势的总趋势

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

世界胜利”。 10月，毛泽东公开呼吁：“全世界马

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打

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

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世

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①这种对形势的分析以

及据此提出的任务，在今天看来，无疑是错误

的。
以回顾的眼光来看，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

后期，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

美苏关系从此前的紧张状态不断升级转变为

缓和与紧张轮流交替， 但两极格局并未改变；
二是两大阵营的内部矛盾有所暴露和发展，但

资本主义阵营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调整，而社会

主义阵营则陷于分裂；三是亚非拉革命运动不

断高涨，但其性质是争取民族独立，彻底摧毁

殖民体系，绝大多数国家的革命不具备向社会

主义转变的条件。
这个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判断出现的重

大偏差， 主要是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低

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

能性，低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偏

差致使中国的对外总政策日趋激进。 试图在推

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使中国完

全以现存国际秩序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

舞台上。 结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基础的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被削弱了，“革命不能输出”的信

条不再被认真遵守， 对外援助也不再量力而

行，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许多实际利益被弃之

不顾，中国领导人一贯重视的国际统一战线也

由于提出“打倒帝、修、反”的口号而不再具有

力量。
从推进四项历史使命的角度来看，这个时

期的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中国的基

本需要。 现代化建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

神的指导下虽有所进展， 但脱离了世界的发

展，代价高昂，速度不快，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加

大了。 中国虽被视为国际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

量，但安全形势日趋严峻，活动范围日渐狭小。
在推进统一的问题上，虽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

问题的设想和政策，但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

展。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革命”思想的

指导下，中国在社会变革方面无疑走的是一条

弯路。 回过头来看，这个阶段的探索虽不成功，
但它为中国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

验教训。
（三）“一条线”阶段

7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发生了戏剧性的转

变。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毛泽东

提出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接着又提出

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国际结构的变动总要经 过一个积蓄 力量

的长过程。 当那些能够主导世界潮流的政治家

们认识到原有的平衡已被打破、世界正向多极

发展的趋向已经显露时，对国际关系的重大调

整就开始了。 从中国外交史的角度看，70年代

初期的调整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中国第

一次作为一支主要的国际力量积极参与调整，
而不是被动地卷入这一调整之中；调整的重要

目的是为了解决紧迫的安全问题，而其影响却

是全面而深远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外交很快陷入

严重混乱。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联系几近中断。 从1968年起，中国开始调整

外交政策，以恢复同其他国家的正常关系。 然

而，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调整是从70年代初开

始的。 经过50年代后期以来10余年发展， 中、

①参见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 年 10 月 26 日。

71-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1 年第 8 期

美、苏三方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最重要的

一点是苏联取代了美国，成为对中国最大的和

直接的威胁。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使得毛泽

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外交

和战略问题。 按照他们的布置，陈毅、叶剑英、
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建议：利用美苏矛盾，
缓解中美矛盾， 力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

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美国，抗御

对中国最具威胁的苏联霸权主义。 按照这一思

路，经过相互试探之后，中美和解的进程通过

一 系 列 充 满 戏 剧 性 的 行 动 启 动 了 ：“乒 乓 外

交”、基辛格访华和尼克松访华。 中美关系的变

化引起了连锁反应。 中国重返联合国，并完成

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交的任务。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于1973年提出联美抗

苏的“一条线”战略；次年，又提出划分“三个世

界”的思想。 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属于第三世

界，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同时，还要

争取实现与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在第一世界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中， 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集中力量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这是毛泽东一

生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 从思想方法上

看，这是他晚年向壮年时代的回归，但划分的

标准已不再是阶级与社会的性质，而是综合国

力。 尽管“一条线”战略和划分“三个世界”的理

论在实践中带有不少问题，但毕竟是中国外交

指导思想回归现实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转 变具有广泛 而

深远的意义。 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

整个国际舞台，而此前基本被局限在半个舞台

上。 同时，这一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

义，它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要求严重背离，
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 尽管“左”
的路线在毛泽东去世之前仍旧居于主导地位，
但它在实际上已难以为继了。 更重要的是，当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

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被启动了。 如果没有

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很难设想“文化大

革命”结束后中国能迅速而顺利地实行改革开

放并广泛参与国际事务。
（四）“全方位”阶段

以1978年底召开 的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

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 在改革开放

的进程中，中国大幅调整了外交政策，对国际

形势作出新的判断。 对外关系格局有步骤地朝

全方位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真正的大战略是邓小平

倡导的改革开放，包括外交在内的各方面工作

与之紧密配合。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一

条线”，至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全方位”，中

国外交的发展与对外关系新格局的形成经历

了一个过程。 如果把它视为一个大的阶段或时

期，其间还可以细划为四个较小的阶段。
从1976年秋至1982年春，是中国外交的初

步调整阶段。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中国对外

交往就迅速活跃起来，外交政策的调整也随之

开始。 当时负责外交工作的叶剑英说：我们现

在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政策。 邓小平主管外

交工作后，于1978年作出两个决断：一是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 这两

个决断为保证党的政治路线顺利转变、为即将

实行改革开放， 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这时， 指导中国外交政策的仍然是毛泽东的

“一条线”战略。 邓小平虽然继承了这一战略，
但他的考虑与毛泽东有所不同。 邓小平的主要

目的是借此实现面向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开放，
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不仅仅为了保障国家

安全。 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

系法”。 从1980年起，中国领导人就开始考虑放

弃“一条线”战略的问题。
在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这个阶段最重

要的变化是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

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

环境。 这个在50年代就被提出的思想，这时重

新成为党内高层的共识。 在经历正反两方面经

验教训之后，这种共识有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
中国也认识到，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 中国

不仅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

来，而且必须学习、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

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从1982年夏至1987年春，是与改革开放相

配合的外交政策系统形成阶段。 这时，中国外

交政策的调整已十分明显。 1982年8月，邓小平

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强调，反对

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并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对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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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主要内容。 这意味着中国新的外交政策出

台了。 此后，中国领导人放弃了“一条线”战略，
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只保留

了“第三世界”的提法。 中国开始致力于建立均

衡的对外关系，主要做法是同美国拉开一定距

离，并在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改善

与苏联的关系。 1986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四部分

专门论述外交政策。 其中，正式把中国总的外

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

作了10个方面的详细阐述。 至此，与改革开放

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基本定型。
经过一个时期的思考，在这个阶段，中 国

领导人对重大国际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提出了明确的新观点：一是重新判断国际形

势，放弃了以往关于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

的观点。 70年代末，邓小平认为世界大战可以

推迟。 80年代中期，他认识到世界大战可以避

免，并提出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

展”的论断。 二是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 多

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一面，也

还有互相依赖的一面。 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

间， 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存在着共同利

益，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
从1987年夏至1992年初，是改革开放以来

形成的外交政策经受考验和确立的阶段。 改革

开放开始后，中国改善了同大多数周边国家的

关系， 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
在稳步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逐步改善同苏联

的关系， 最终于1989年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

化。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虽然发生了国内政

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制裁”、东欧剧

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但

中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出现大幅波动，保持了前

所未有的稳定和连续。
在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与思考， 江泽民等中国领

导人于1991年夏季提出对国际形势的基本 看

法。 主要是：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正朝着

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尽管目前国际形势动荡

不安，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改变；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 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

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所确定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不变。 这

种 认 识 使 中 国 外 交 朝 着 更 加 务 实 的 方 向 发

展。 到1992年，中国面临的国内问题和外交问

题基本解决， 中国还成功地与所有周边国家

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 在经历了这场严重

的危机之后， 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

最终得到巩固。
从1992年至世纪之交，是中国与改革开放

相配合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发展并结出累累硕

果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

都对中国外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来自国

际上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冷战结束后全球格局

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来自国内的两个

主要因素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香

港、澳门回归。 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不仅迅速

改变了中国自身，也迅速改变着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中最重要的成员

之一。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
最 终 结 束 了 外 国 在 中 国 建 立 殖 民 地 的 历 史。
与此同时， 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

变化。 两岸人员往来频繁， 经济联系日益密

切。 这是以往任何分裂国家都未曾有过的现

象。 至世纪之交，中国基本构筑起全方位、多

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在这一格局中，中国既

考虑到同大国和同发达国家的关系， 也考虑

到 同 周 边 国 家 和 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关 系；既

重视发展与各国的双边关系， 也积极开展多

边外交活动。
简而言之，在本文所述的第四阶段，改 革

开放是一项大战略。 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则

作为一项目标，与之相配合，为其服务。 作为

对时代主题的判断， 和平与发展为改革开放

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没

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 就不可能坚定不移地

实行改革开放，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就

不可能建立起均衡的对外关系， 稳步推进祖

国统一大业。
从推进四项历史使命的角度看，中国在这

个阶段取得的进步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现代化

进入了起飞阶段，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

面已基本具备了一个大国所应有的实力，国家

统一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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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经验及其对新世纪的启示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以

来发生的变化仍在延续，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在

进行并步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在新的形势下，在考虑我国发展的大战略

时， 以往的哪些基本经验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在判断当前国际形势时，我们应注意哪些变与

不变，并据此设立新的阶段性目标？ 我国现行

的战略策略有哪些必须坚持， 哪些需要调整，
而调整时又须注意哪些问题？ 本文最后想就此

提出几点结论性的看法，以共同切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

可以总结出这样两条基本经验：
第一，成功的大战略必须兼顾四项历史使

命或目标，即现代化、大国地位、国家统一和社

会变革；而在确定阶段性战略目标时，又必须

对自身的定位和能力有清醒的认识。 一旦忽视

了四项使命的平衡，在某个方面提出不切实际

的目标，将使中国的发展遭受曲折。 外交是大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配合大战略的实

施；但外交本身并不能承担如此重任，而只是

实现目标的手段之一。 中国的经验表明，最重

要的是把国内的事情做好。 即便与外交关系最

直接的大国地位， 其确立也要以现代化的实

现、国家统一的完成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为基础。
第二，对国际形势的清晰判断是制定大战

略的关键环节。 国际形势是时时变化的，但在

这种变化之中，哪些是“量变”，“质变”何时出

现，必须判断清楚。 中国的经验 表明，作为大

国，一旦把握住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就能

够制定出成功的大战略。 而中国的主要教训

是，一旦将形势中的“量变”视为“质变”，急于

作出反应，频频进行政策调整，将会付出沉重

的代价。 另一个主要教训是，低估或高估外部

威胁都会付出代价，而由于历史重负，中国倾

向于高估外来威胁， 并为此付出了极沉重的

代价。
在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同时，我们也必

须注意新世纪出现的新情况。 笔者以为最值得

注意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一超多强的局面

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

增加了。 20世纪，前两次大的国际格局变动都

是由世界规模的战争引起的， 而从80年代末

起，引起国际格局变动的则是非重大的战争事

件———苏联解体、9·11恐怖袭击和国际金融危

机。 这些事件的发生事前几乎都没有被预见

到，而其影响在短期内也难以估量，今后也难

保不再发生。
第二，国际形势不再是一个容我们置身事

外进行研究的外部环境， 在判断国际形势的

发展时，我们必须加入中国自身的因素。 改革

开放使中国的实力大大增强， 中国与世界的

联系日趋紧密、 中国对外部世界已有巨大的

利益需求。 在新世纪，对外国人来说，中国的

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一举一动引

人关注。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中国已成为

当今世界形势中最重要的变量， 至少是最重

要的变量之一。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与国际

格局的变动尚未完结，这样一种内外变动的重

叠使中国处于一个敏感期。 在可以预期的时间

内，中国将长期处在一个安全瓶颈之中。 一方

面，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面临着不少前所未

遇的新问题，内部压力增大；另一方面，随着中

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其他国家正在重新审视中

国，外部压力也必然增大。 这就增加了中国处

理战略问题和外交问题的复杂性。
结合以往的经验与目前出现的新情况，在

探讨我国大战略和现阶段发展目标时，笔者认

为应着重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改革开放仍是中国必须坚持的大战

略。 无论外部世界怎样，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

在国内， 即在21世纪头25年里建成以实现公

平、公正与和谐为特征的全面的小康社会。 中

国的战略与外交调整必须配合这一目标的实

现而展开。 但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与20世纪

有所不同。 简单说，20世纪的改革针对的是过

分集中的计划体制所造成的弊端，而今后的改

革所针对的主要是由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

新问题。 改革的难度加大，并且是在高度开放

的条件下进行的。 这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与时

俱进地调整战略与外交必须结合四项目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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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7 页） 实用性文化之间关系的重构，
在西方国家早已发生过。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

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造成了现

实社会生活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而近代科

学与传统哲学的对立便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方

面。 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家都意识到了这种

对立， 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在其哲学中予以表

达，进而加以解决。 但在起初，哲学家们并未充

分表达这种对立，而往往以某种方式模糊了这

种对立，这也就谈不到解决这种对立了。 在近

代哲学家中，康德是第一个清楚地意识到近代

科学所带来的这一对立的关键人物。 他的现象

与物自身的区分、自然与自由的区分、理论理

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都是试图把握近代科学

所造成的这一对立，并以某种方式将其在理论

上予以解决。 显然，要重建统一性，只有首先把

握好近代精神中的这一巨大对立才有可能。 而

这便是近代西方文化的实情。
比照近代西方文化的实情来反观中国近

代以来的文化，可以发现，中国所要面对和解

决的问题与之类似，那就是把握和揭示这一对

立，并建立起新的统一性。
这种近代以来文化建设中自觉或不自觉

地模糊这种对立的心态，可以说是缺乏文化自

信心的表现。 这里所说的文化自信心，绝非那

种动辄就表现为“可以说不”、“不高兴”之类的

浮躁心态，而是一种文化承命意识。 这种自信

心不是面向过去炫耀祖宗的文化财富，而是立

足现实，面向未来，创造与中华民族未来现实

生活相匹配的新的民族文化。 因而，这里需要

的便是一种正视文化冲突现状的诚实心态，一

种对待外来文化不亢不卑的健康心态，一种坚

韧持久的刚毅心态。 这就是文化承命意识，是

对于民族文化命运的承接和担当意识。 一言以

蔽之，文化自信心绝非对于历史的自信，而是

对于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 克服重重困难，创

造中华民族未来文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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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找准重点并注意各方面的平衡。
第二， 中国正面临如何为 自身定位的 问

题。 长期以来，中国自身的定位是比较明确的，
即属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 但这种定位目

前已难于维持。 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名列

第二、第三位，但按人均计算，中国仍属发展中

国家。 我们常说，中国是“发展中大国”，这其实

就是一种双重身份。 以这种双重身份来看，一

方面， 我们要承担更大的国际义务必不可免，
但必须量力而行；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自己

发展所需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又需得到他国的

承认。 这将是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
第三，要合理设置我国的外部目标，当 务

之急是巩固现已取得的大国地位。 我国现在无

疑已是一个世界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存在不

少软肋的大国。 我国经济体制的完善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有待大幅提

高，国家统一尚未完成，政治文化方面的软实

力也有待进一步发展。 在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

策时，提出过高的外部目标极易引起外部世界

的连锁反应。 中国早已庄严宣誓“永不称霸”，
走“和平发展”之路。 中国所希寄的大国地位也

必然应是新式的，以本国的繁荣、人民的安康、
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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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 our party’s work; third, we should take people as our teacher and accumulate our wisdom from the creative

practice of the people, and fourth,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should be embodied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U Chong-wen）

Going Beyond the Modern Experiences of the West－China’s Road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 III)
：To make the strategic decision by mastering the overall human historical process has been a glorious trad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interpret our time and our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diction movement can we

better interpret China’s road. The reason that the contemporary China can follow a revolutionary road in the develop-

ment from quantitative change to qualitative change lies in the strong capability of the CPC in sizing up the situation and

changing the situation. To develop and change the unreasonable world order, China has to follow a road with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and the human car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relations of Marxism, Leninism, Mao Zedong thought, 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the “three-

represents”, and the three major transi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human society. （HAN Yu-hai ）

Eco-productivity: to Broaden Marxist Economics － And Analysis of Several Popular Views of Ecological Theory

:The ecological issue and ecological economy are two great projects that human beings face. This paper proposes a few

theories: the systematic theory of the broad modern productivity, theory of ecological industry, theory of ecological-e-

conomy compatibi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clarifies some errors that “economists” and western liberal market pattern

change the primitive ecology and suggests to build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to optimize the e-

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the ecological economy and industry. （YANG Cheng-xun CHENG Yu）

The View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Practice Significance: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Marxism has

been formed, enriched and developed during the political struggle for the democratic rights 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rich connotation and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t points out that the material benefit is the realistic cause and direct aim and stresses tha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ust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the people. Our country’s expansion of people’s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affairs

must be guided by the view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UI Hao）

Goal and Option －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Revel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P. R.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eign situation have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i.e., “one-side-leaning” stage, “anti-two-hegemony” stage, “one-line” stage and “all-side” stage. Of the 60

years’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can summarize two basic experiences: successful strategy takes much

into consideration: modernization, position of the big power, integrity and social change. When deciding the stage strate-

gic aims, one has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one’s position and capability. A clear 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

ation is the key link to make a great strategy.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new century, the following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still a strategy China has to adhere to; China faces the problem how to position

oneself; external aim should be properly established. （ZHANG Bai-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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